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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论文借助媒介符号学的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的屏风， 讨论其媒介生成逻辑与

符号表意机制。 屏风作为媒介符号的连续体， 其符用与广义 “媒介” 功能具有历时

性演化脉络， 无不凭靠其自身的物质障碍性来承载。 屏风在古代人际传播实践中延长

了时间刻度， 增幅了空间距离， 交往因此被屏风隔断和悬置， 但与此同时被传播的意

义得以创生。 此种 “障碍” 的媒介性使意义的生成和传播发生转换， 此前被隔断的

交往实践， 在意义的补余中变得通达和自洽。 借助自身的障碍性， 屏风的媒介表意内

嵌着 “去媒介” 和 “再媒介” 的层次逻辑， 铭刻着物质与符号的递归与转化。 而此

种 “有隔有通” 的本土化传播观念， 借以 “障碍” 挑战西方媒介缩减时空， 起到连

接作用的本体论宣言。 通过检视屏风这堵东方之 “墙”， 论文试图丰富媒介思维的谱

系， 而这显然已有足够基础去讨论一种不同历史性质、 不同当下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

含蓄、 慢节奏在地媒介体验和在地媒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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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邦维屏： 中国屏风及其障碍的媒介性

古人较早便意识到物质屏障的政治功能。 如 《诗经·大雅》 中说 “大邦维屏”①， 屏障首

先构建起一国之墙， 而后大国才能作为民众的保护屏障。 而屏风则是古人之于屏障调用的一种

日常物质文明实践。 无论作为家具陈设， 抑或绘画的媒材， 屏风在中华历史文化的源与流中被

不同时代所铭刻。 文震亨在 《长物志》 中载： “屏风之制最古”②， 可以追溯至夏商时期； 明人

罗颀在 《物原》 中说： “禹作屏风。”③ 周朝以降屏风用以指代天子威严和权威的等级工具呈

现， 《荀子·大略》 中便记载： “天子外屏， 诸侯内屏， 礼也。 外屏、 不欲见外也； 内屏、 不

欲见内也。”④ 可见自屏风被发明起， 其便借由物质性真实地在场， 承担遮挡视线的屏障功能。
彼时， 它在中国古代政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 很大程度上基于自身的物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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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属性。 例如刘熙在 《释言》 中说： “屏风， 言可以屏障风也。”① 因此， 作为 “屏障” 其

遮风的物质效用成为日常生活化的前提； 作为建筑形式， 其具有空间分割和意境层次生成的形

式功能， 所以古人又说： “亦所隔形者也”②； 作为装饰装置， 它承担着艺术符号的审美界面，
为此羊胜特地作 《屏风赋》： “重葩累绣， 沓璧连璋。 饰以文锦， 映以流黄。”③ 直到唐宋之后，
屏风才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一时期屏风不仅作为文人言志的关键意象， 同时也继续保持隔断的

物质功能和发挥其诗画媒介的载体功能。
学界之于屏风的 “考古式” 研究， 集中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器具工艺、 绘画媒材及其艺

术价值。 而本文聚焦屏风作为一种媒介的生成逻辑， 并在此基础上论述 “以屏风为媒” 的表

意机制。 正是在作为物质器具、 信息表面、 审美对象的三位一体中， 将屏风视为物质载具同时

也是审美符号， 进而也是一种特殊的媒介。 事实上， 屏风的媒介性并非仅留停在绘画载体的

“界面” 层级， 屏风还以物质基底真实地建构、 调试和纠缠化古人的传播场景。 表层上， 应然

承担隔断作用的屏风， 以取消传播可见性的机制中止了传播过程， 但内里并未实然隔绝人际交

往和场景营设。 也即此时传播的意义并未被终止， 屏风以 “障碍” 的符号姿态， 赋予并携带

新的意义， 中止的仅是传播过程。 这提示了一个疑问： 暂时褪去承担符号载体， 也即 “呈现媒

介” 的功能之外， 屏风的遮挡与阻隔功能， 是否构成了一种独特的媒介性？ ———它违拗了英尼

斯 （Ｉｎｎｉｓ） 的媒介偏向论， 屏风既不偏向时间， 也不偏向空间， 反而增幅传播的空间距离，
延长传播的时间刻度， 但是自始至终传播的意义却并未断绝， 反而又被屏风生成， 又将被中止

的传播过程接续而起。
当下媒介技术更迭的取径， 多半铭刻着进步主义的线性媒介主流叙事。 海底电缆、 云上存

储等媒介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 无不诉诸社会对即时通信的想象； 虚拟或混合现实技术设备

的流行说明手册， 也传递着个体对于沉浸式具身传播的向往。 但他们都忽视了 “障碍” 是传

播的固有成份， 以及不受欢迎但无法避免的对手。 中国古代的屏风并没有发明障碍， 而是试图

赋予 “障碍” 一种可见的形式， 进而正视 “障碍” 的意义， 它帮助创生和推动被中止的传播

过程。 此种 “曲折” 的传播过程， 显然越过了 “传播必通” 的功能目的论预设， 也质询了西

方经典的媒介谱系和本体论。
有鉴于此， 本文对中国古代屏风采取 “识旧如新” 式考察， 试图回答此种具有 “犹抱琵

琶半遮面” 的传播意蕴， 以及中国本土化的 “含蓄”、 “曲折” 的慢节奏媒介经验， 如何松动

媒介是缩减表意距离， 起到连接功能之中介物的既定共识。 再进一步， 以意义的视角勘察 “障
碍”， 其是否能作为学科范式、 国别媒介认识论之间的互补、 互释的证言？

倘若本文意图回答前述的疑问， 首先需要对研究选取的视角加以引介， 这有助于说明本文

的解题思路为何可以从媒介符号学视角得到厘清。

二、 重屏④： 从传播符号学到媒介符号学的视角转制

格雷戈里·贝特森 （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Ｂａｔｅｓｏｎ）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提出的 “元传播” （ ｍｅ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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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借用巫鸿所著 《重屏： 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 中的概念， 以说明屏风作为媒介物质符号的重叠且连续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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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概念， 帮助设定了传播符号学的话语早期理路。 “元者， 万物之本也。”① “元
传播” 便是把握传播的本质和开展传播实践的基础， “人为了传播不得不进行元传播活动”②。
然而应当给予重视的是， 贝特森是从符号的层级来进一步阐释 “元传播” 概念的， 传播交流

活动地开展， 建立在传播者关系之上， 我们得以开展传播交流活动， 而这种关系筑基于系列以

符号为标志的索引之上。 “如果我们对传播的演化进行推测， 很明显， 当生物体逐渐停止 ‘自
动’ 反应时， 这种演化便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也就是说， 认识到对方和他自己的符号

只是符号， 可以信任也可以被证伪。”③ 那么人和动物们之间进行传播活动时， 至少有意或无

意识地明白一点， “关于他们元传播的那些印记是符号”④。
为考察传播衍生的诸多新情况， 我们 “需要对符号的概念进行补充”⑤。 这铭刻着弗卢塞

尔 （Ｆｌｕｓｓｅｒ） 从元层次对符号学的价值评估， “符号是象征的系统， 其目的是使人类之间的传

播成为可能”⑥。 个体之所以要传播， 是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着意义的势能差。 在此种明确的共

识下， 索内松 （Ｓｏｎｅｓｓｏｎ） 一言蔽之， 只有当 “表达和内容区别于主体的观点”， 某物才是一

个符号⑦。 国内符号学学者赵毅衡先生断言，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⑧， 正因为我们

丧失了意义和缺乏直接性的体验， 才需要符号实现传播活动。 此时传播从意义富裕的一方传递

给意义暂时匮乏的一方， 并表现为围绕意义展开互动的结果和机制。 这便印证了费斯克

（Ｆｉｓｋｅ） 倡导传播符号学的学科建制， 以符号学评估主体间传播的意义交换， 而非仅聚焦传播

的机械式传输过程⑨。 较之传播的过程学派， 意义学派更有助于我们透视人类传播的细部与深

层及人文性。
然则， 对意义的关注使得人们普遍默许 “符号是一种假设， 是人们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中人

为创造的系统”， 该系统被弗卢塞尔称作 “第二自然”�IR， 是从自然之中的飞跃， 和对世界的疏

离和陌生化。 符号学忽视现实的纹理， 例如物质、 技术、 自然， 成为纯粹的人为性的织物和远

处的表征。 这一论断成为学者对符号学的普泛评价。
法国媒介学者雷吉斯·德布雷 （Ｒｅｇｉｓ Ｄｅｂｒａｙ） 不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普遍的符号学转向，

他甚至直接表示： “我们可以把媒介学与符号学对立起来， 就像幽默与讽刺那样”�I1。 在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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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人们过度地把世界解释成符号， 因而忘了下面还有别的， 忘了文字本身也有身体”①。 鲍

里斯·格洛伊斯 （Ｂｏｒｉｓ Ｇｒｏｙｓ） 也说： “符号遮蔽了人们射向承载着符号自身载体的目光”②，
我们不如去揣测媒介本身。 那么媒介学所要追寻的便是消除能指的虚幻， 向世界的纹理， 材

料、 矢量和技术还原。 “就是让符号向痕迹靠拢， 话语向过程靠拢， 阐释向仪器靠拢， 文本向

资料靠拢， 文字向书写靠拢， 传播本身向传播途径 （道路、 运河、 铁路） 靠拢， 口语向发声

器官靠拢， 记忆向存储器靠拢。 所谓存储器， 就是痕迹的物质载体以及与之相关的记忆法和编

码与存储手段 （书面、 模拟、 数字， 等等）。”③

媒介作为存储器的观念， 在德布雷等人这里已经呼之欲出， 媒介载体基本上都要对符号进

行两种运作： 存储和传输， 此种工具手段的媒介本体论流行说法， 实际上铭刻着符号与媒介分

离的认知预设： “物质的符号载体被当作符号意义的任意的和外在的运输工具”④。
由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当下对媒介物质性研究的呼吁。 援引克莱默尔 （Ｋｒäｍｅｒ） 的观点，

正是媒介的物质性 “给意义的 ‘剩余物’ 奠定了基础， 也给意指的 ‘剩余价值’ 奠定了基础，
但这个剩余的东西完全没有被符号使用者所意向， 也完全不受符号使用者的控制”⑤。 学者们

高度敏感地看待媒介物， 构筑起对符号学的清算方式， 但也生发了 “只见物质不见内容”⑥ 的

隐忧， 走向批驳的另一极点。 可见， 符号与媒介的分疏， 及其背后若隐若现的两极图式对立模

态， 提示了众多的理论困境。
“媒介即讯息” 的先锋宣言， 拒斥了以文本中心的论调， 使麦克卢汉 （ＭｃＬｕｈａｎ） 被视为

权威而不断地被援引。 事实上， 此种主张也源自媒介与讯息、 符号分离的内嵌预设， 并有意识

强调不同媒介之间的比较和选择。 麦克卢汉通过削减、 悬置某一媒介既有的文本脉络， 以比对

符号加载在其他媒介的表达形式， 进而得出媒介即讯息的判断。 换言之， 媒介的讯息被麦克卢

汉视为不同媒介携带讯息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相互减差。 然而， 此种媒介置换、 对比的阐释策

略， 很难说明这是媒介本体层面的讯息， 还是符号发出主体的把控的讯息。 正如格洛伊斯

（Ｇｒｏｙｓ） 批评的那样， 麦克卢汉 “进行这样分析的基本前提却在于一种确信， 即每一个言说者

的主观策划的讯息， 能够在分析中与媒介的讯息区分开来， 这样过后才能够清楚地展现， 一个

讯息是怎样修正甚至压过了另外一个讯息。 而这种确信是十分成问题的”⑦。 但格洛伊斯本人

却没有注意到， 此种模糊性更为根本地来自另一种确信， 即符号与媒介的分离。
符号学家赵毅衡曾试图解开媒介与符号间纠葛的关系， 他认为当表意时空距离出现时，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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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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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异物质媒介①。 例如恋人之间手写的情书， 纸张是媒介， 上面的文字则是符号。 换言之，

此时符号载体承载意义感知， 而媒介则起到传输和跨越距离的作用。 “当代媒介学， 研究对象

事实上是载体以及 ／或者媒介。”② 但是， 这个结论因为假定了特定的符号意义的传输过程， 因

此也留下讨论的余地。

在赵毅衡先生看来， 在具有表意距离的情况下， 媒介成为一个自律的中介， 不会介入发送

者的意图意义。 即使费斯克本人也将媒介理解为中立传播渠道， 是等待着填充意义和信息的物

理手段或者技术③。 然而， 当下的媒介现实已经表明， 媒介自身已经纳入文本解释过程， 完

善、 增幅表意过程。 作为情书文字承载的薛涛笺和一般白纸， 显然在情人眼中有不同的价值。

符号与媒介是无法完全分离， 此时媒介自身成为符号文本， 启动和重建了连续不可感知事件的

潜力。 借助于媒介的这种物质性力量， 事实上无论是否具有明显的表意距离， “符号要比符号

的使用者所意味的东西， 表达出更多的东西”④。 由此不妨说， 媒介不仅仅是符号， 符号中也

保存了媒介的纹迹， 符号文本并非媒介的表面和可以裁剪、 拼贴的意义， 而媒介物也并非符号

的自律性中介。 而在此种相互的持存中， 媒介符号学的视角或能调停大部分论争。

那么中国屏风作为 “障碍媒介” 与媒介符号学的关联在于： 其一， 按照前人对媒介和符

号的一般定义， 屏风既是媒介也是符号， 不仅是符号载体也成为符号自身， 并胶结在一起发挥

作用。 因此媒介符号的合称便有了实际层面的日用正当性； 其二， “障碍的媒介性” 实际上关

注的是 “障碍” 如何在传播场景中起到建构和发生学的功能， 因而被称为 “媒介”。 按照一般

的传播过程范式， “障碍” 被视作对手般的存在， 因其阻断了传播， 是对传播过程的亵渎⑤。

而正如引言中所提， 本文关注屏风作为有意放置的 “障碍” 中止了传播过程， 通过模糊传播

对象的 “在场” 唤起解释者的意义经验， 从而增添传播意义的丰度。 原本被中止的传播过程，

在意义的补足中重新连续起来。

“符号学是研究意义的学说”⑥， 交往需要直面意义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关乎学科本源

的重要范畴。 再加之， 媒介符号学相较于一般符号学和传播符号学， 更加注重媒介 － 符号的连

续统， 那么以这一理论视角去关注屏风在古人传播场景中的意义生成与交往活动， 本质上也以

意义的形式表明了一种主体价值性的人文立场⑦。

综上两个方面而言， 倘若要细究屏风非但没有缩减意义传输的距离， 反而借助增幅空间与

时间实现了其 “媒介” 功能。 媒介符号学的连续视角， 或能帮助厘清屏风作为 “障碍媒介”

意义传播机制， 也能在运用中检验此种连续观念的理论效价。

诚然， 在现有的传播学和符号学交叉研究地带， 符号学因关涉人类最基本的意义优势，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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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被视作方法论要素和展开的具象操作路径。 本文正是延续着符号学方法论意识的同时， 也期

望借助媒介符号学视角对传播符号学基础理论进行一个讨论和尝试性的建构。

三、 隔而不断： 屏风的符用与 “泛媒介功能” 演进

从方法论出发， 查尔斯·莫里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 Ｍｏｒｒｉｓ） 的 “符用论” 可作为核心的分析工

具。 莫里斯在 《符号理论基础》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ｇｎｓ） 中系统提出符号学关系三

向度的讨论， 即 “符形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ｓ）”、 “符义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符用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其中符用

学则是关于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联， 研究人与接受和发出符号的使用方式①。 而这实际上也

与媒介使用是相互连通的， “符用” 也继续保持了媒介符号连续观点。 由此， 对屏风 “符用”
的 “考古” 式回溯， 有助于揭示在中国屏风日用的文化系谱学。 换言之， 即在各有错落的历

史中考察屏风的媒介符号功能， 探寻屏风这一媒介符号在诸多交往场景中是如何生成障碍的同

时又确保意义的通达和传播。
（一） 藏风纳气： 天人沟通的调适媒介

“天人合一” 一直是中国古代思潮流派的重点命题。 例如儒家的 “天命论” 和道家的 “道
法自然” 以及老庄哲学中的 “天地与我并生”。 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离不开 “天人沟通”。 在

古代与天地交往后传达治理人间， 往往是 “圣人” 的特权②， 《周易》 中便记载圣人 “与天地

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 与鬼神合其吉凶”③。 普罗大众意图 “知天意” 大多

借助 “司命” 开展的祭祀仪式。 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祭义》 中点明了祭祀的功能： “祭之为

言际也， 与察也， 祭然后能见不见， 见不见之见者， 然后之天命鬼神”④。 然而准备祭品、 背

诵祝祷词、 选取祭祀期会等系列行为的仪式化特征， 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祭祀的日常性。 因此

普通民众便转向借日用器具以实现天人沟通的愿景。
屏风正是民众与自然协商沟通的一种调适媒介。 屏风的基本功能在古代训诂文献与日用类

书中得到了清晰的界定， 《说文解字》 说： “屏， 蔽也。”⑤ 屏风最初便是用以屏蔽自然之风；
《艺文类聚》 中记载屏风： “雍閼风邪， 雾露是抗”⑥。 古代建筑基本上是土木结构， 保暖和御

寒的效果欠佳。 屏风顾名思义， 便是满足阻塞风湿， 避免风寒侵入人体的需求而制作的日用装

置。 因为屏风所障之风， 在古人看来是对人身体有害的 “风邪”， 是引起各类身体疾病的首要

因素。 正如 《黄帝内经·素问》 记载： “风者， 善行而数变……故风者， 为百病之长也， 至其

变化， 乃为他病也， 无常方， 然致有风气也。”⑦ 风邪引起的各类疾病并无规律， 但其根源都

是风邪入侵。 明朝文学家赵时春有言： “右屏风挡西风之律， 卒令我不随时萎， 长白发。 左屏

风挡东风之怒号， 令我寿命长牢固。”⑧ 清人周嘉胄在 《装潢志》 中亦记载： “必安地屏， 杜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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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蒸。”① 故而屏风依靠其物理形制， 成为 “虚邪贼风， 避之有时”② 的一种有效调适媒介， 在

人与宇宙自然的沟通中起到协商、 改造和适应的功能。
另外， 屏所敝之风， 亦与古人的风水民俗信仰有关。 风水在传统文化中可以视作个体与天

地、 自然、 鬼神等的一种沟通形式。 古人在家中摆设屏风大多是实现对 “气” 的调节。 作为

调适媒介的屏风， 便能起到藏风聚气的功能， 是人与自然、 神灵、 宇宙沟通的媒介化身， 从而

帮助建立 “事神致福” 的文化契约。 按照风水学者的主张， 在风水系统中 “气” 是其精髓③。
万事万物皆由 “气” 生， 东汉王充在 《论衡·自然篇》 中写道： “天地合气， 万物自生。”④

《礼记·乐记》 中点明万物与 “气” 相生于阴阳两气中： “地气上齐， 天气下降， 阴阳相摩，
天地相荡， 鼓之以雷霆， 奋之以风雨， 动之以四时， 暖之以日月， 而百化兴焉”⑤。 而 “气”
的生成则有 “风” 与 “水” 相关联。 东晋郭璞曰： “气乘风则散， 界水则止。”⑥

清人撰写的日札史料记载： “将过厅后屏风关上， 由旁角门出入， 似觉中宫不泄气也。”⑦ 按照

古人的风水观念， “聚气” 形成气场必须对风进行合理利用， 强风吹散扰乱气场致使 “泄气”， 无风

则意味着气场无法循环相生便会造成 “死气”。 此时， 屏风构筑起古人对 “气” 的疏导、 集聚、 利

用为形式的天人沟通信念， 生成着一种独特的媒介契约。 而正如 《黄帝宅经》 曰： “故宅者， 人之

本。 人以宅为家， 居若安， 即家代昌吉。 若不安， 即门族衰微。”⑧ 由此可见， 古人在家中常设屏

风， 很大程度上是为实现对家宅风水的调控， 并将其视作实现家族繁荣兴盛的情感寄托和愿景承载。
（二） 庭院深深： 营设人际交往场景的边际媒介

彼时， 人们之间交往多为面对面人际传播的形式， 并且主要发生于会客厅堂之上。 厅堂中

屏风除了前述的功能之外， 还起到区隔、 构建、 界定、 掌控传播场景的边际媒介功能。 据 《史
记·孟尝君列传》 载： “孟尝君待客坐语， 而屏风后常有侍史， 主记君所与客语。”⑨ 《东观汉

记·萧彪》 也有类似的记载： “父有宾客， 辄立屏风后， 应受使命。”�IR 史料显示， 古人会客交

往往往在屏风后安排侍从， 或聆听记录主客之间的交流， 或随时待命侍奉。 显然此处的屏风是

隔而不断的， 它阻滞了客人的视线， 但未阻挡声音的传播， 只有主人是公开与私密空间和位置

的实际掌控者。
屏风 “亦所隔形也”， 便划定了私人空间与会客交往的公共空间， 避免了前来拜访者一眼

穿堂， 窥视私密性较强的后宅。 清代李渔在 《闲情偶寄》 中便说： “藏人屋后者， 亦不必定在

墙垣之外， 厅堂必有退步， 屏障以后， 即其处也。 或隔绛纱， 或悬翠箔， 但使内见外， 而外不

见内。”�I1 这里的屏风和纱幔均起到划分区隔空间位置的作用。 空间并不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R

�I1

周嘉胄撰： 《装潢志》， 杨正旗注译，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４５ 页。

《黄帝内经》， 李郁、 任兴之编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 页。

北京乾圆易学文化研究院编著： 《易学与建筑环境学》， 北京： 北京工业美术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３０ 页。

王充撰： 《论衡》， 劭毅平注译， 北京： 国家图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２３５ 页。

《礼记》， 胡平生、 张萌译，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７ 年， 第 ９０４ － ９０５ 页。

《四库存目青囊汇刊》， 北京： 华龄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 第 ２３ 页。

有泰撰： 《有泰日记》， 康欣平整理， 南京： 凤凰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４６５ 页。

王玉德、 王锐编著： 《宅经》，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１１ 年， 第 ９ 页。

《史记》， 北京： 线装书局，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２８ 页。

刘珍撰： 《东观汉记校注》， 吴树平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 年， 第 ８８４ 页。

李渔： 《闲情偶寄》， 北京： 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５６ 页。



新闻与传播研究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２ 期

生活保持距离的科学对象， 空间的占有和分割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①。 也如 《论语·泰伯》
中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②， 在此交往情景下， 屏风作为确立交往等级秩序的边际媒介，
承载着配置外室和内室、 主与客等多个中心的功能。 由此屏风便将抽象的空间具体化， 帮助生

成一种家庭人伦关系控制和空间交往秩序的政治学。
同时， 屏风在显隐之间生成空间的流动性， 其背后昭示的是主人家可操制的交往能动性权

利。 屏风并不似一堵墙壁一样直接隔断。 “舍则潜避， 用则设张”③， 可折叠和移动的特性， 以

及云母、 琉璃等半透明的材料介质， 决定其建构交往场景的媒介逻辑， 既不是一分为二的

“隔”， 亦不是一览无余的 “得”。 《闲情偶寄》 中便载有半透明的琉璃屏风的作用， “欲人窥

见室家之好耳”④。 借助半透膜的材料， 古人以 “若有似无” 的隐晦方式向宾客炫耀家宅建筑，
甚至婉转地表露家族经济实力。 可见屏风建构传播场景的暧昧性和纠缠性划定了交往秩序， 也

时刻提示着古人沟通之间的阶层政治疏离。
屏风除了在交往场景中持存物质财力和权力的疏离之外， 其用于空间气氛美学的创造和经

营， 也在规训着群际品位区隔。 古人审美意趣的操制、 规则和定理的集合， 被配置于屏风这一

符号物质元素上， 有意识地、 有策略地生成审美样态。 宋代郭熙在 《林泉高致》 中载， “无深

远则浅” 与 “深远之意重叠”⑤， 强调空间深远的意蕴。 屏风隔而不断的特性， 使得空间的划分

变得主观和暧昧， 携带着朦胧和含蓄的美感。 中国古代建筑大多以中轴线的纵深形制展开， 尤其

是宫庙建筑。 正如巫鸿看到的那样， “宗庙建筑形式一方面以中轴线为引导朝拜者接近这一 ‘秘
密’ 的线索， 另一方面又以重叠墙垣阻挠过易的接近”⑥。 而罘罳便起到阻隔的功能。 清人顾炎

武在 《日知录》 中专载： “罘罳谓连阙曲阁也， 以覆重刻垣墉之处。 其形罘罳然， 一曰屏也。”⑦

此处的 “罘罳” 就是屏风， 崔豹在 《古今注》 中也说： “罘罳， 屏之遗象也”⑧。 不似木质的屏

风可以移动和收纳， 它是土木结构的楼阙， 设立在大门内， 厅堂外亦起到阻滞视线的作用。
古人为避免中轴线上透视的一览无余， 选用影壁承继了屏风 “隔而不断” 的特性。 这种

屏障不是绝对的， 人们转身影壁之后， 便能窥见之后的空间秩序， 从而延缓了时间和空间的接

触， 塑造庭院深深的气氛美学。 布尔迪厄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提示道， 我们不应该将审美配置视作是

区分的辅助和次要成分⑨， 与之相反审美趣味往往是贵族世袭的连续性的显现， 并由此肯认背

后的社会身份。 一如在 《红楼梦》 中贾政在率领一众清客初探大观园时， 便被迎面一带翠障

挡在前面， 贾政便道： “非此一山， 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 则有何趣。”�IR 可见彼时，
人们在经营传播场景， 控制社交边界乃至昭显阶层雅趣时， “隔而不断” 的屏风及其诸多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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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媒介” 与本土化传播观： 中国屏风的媒介符号学考察

构成了一类关键媒介。
（三） 物绘同源： 自我传播的建构媒介

古人制屏风其面板多以玉石、 金银等介质为主，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屏风的在彼时各个

社会层级之间的流行。 故而， 桑弘羊在 《盐铁论》 中才说： “一屏风就万人之功”①。 稀有自然

之物的奢侈化使用， 在科学知识尚未被完全掌握的时期， 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神奇与神圣之

感， 而这种转化的能力往往是由权贵所独享的， 自然之物 “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政治权利”②。
例如 《西京杂记》 中记载赵飞燕为皇后时钟爱 “琉璃屏风、 云母屏风”③， 纹饰奢华。

借由符号的承载， 屏风从物的一端转向符号化， 这使得屏风流行受限于金石材料的境况，
在唐宋以后有所改观。 按照前人的说法， 木质屏风不入流， 因此他们将玉石面板转换为木质或

者丝绢， 并在其上饰以笔墨。 屏风表明意义丰度的提升， 将视觉中心吸引至符号意义， 借此削

弱了以往屏风因其材质贵重而携带的权贵气息。 由此屏风作为绘画等艺术符号的符号载体， 承

担着传输信息的媒介功能， 飞入寻常百姓家至此逐渐盛行。
这一转型过程， 使屏风由日常交往场景中互动秩序的建构与维护， 逐渐转向在日常情境中塑

造自我， 演化为一种人内传播的媒介。 在谢清果等看来 “身” 即个体， 古人通过内向传播审视自

我， 而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等古代社会交往形式均是以 “修身” 为基础的自我传播之

继往④。 北宋宰相苏颂有诗曰： “古人铭枕戒思邪， 高士看屏助幽况。”⑤ 虽然此处的枕屏指的

是床榻周围的屏风形式， 但该诗也道尽了宋代文人之于屏风基本符用取向： 将自我作为 “潜在观

者” 进而符号意义的解释与生产， 这帮助具象化了屏风作为古代人内传播媒介的两种主要形式。
其一， 屏风及其表面的文字符号协同起到自我规训与自我形塑之 “修身” 效用。 此时屏

风铭刻的 “箴言” 或记述的传记， 在自我生成维度起到框架和控制功能。 援引赵毅衡先生的

观点， “意义不在场， 才需要符号”⑥。 由此， 古人通过具象的 “符号铭刻” 指称抽象的情感理

念， 使得意义可感可知。 郑玄在 《周礼注疏》 中点出了 “铭” 的作用： “铭之言名也。 生则书

于王旌， 以识其人与其功， 死则于烝先王祭之。”⑦ 李溪在讨论屏风表面的符号铭文时也说：
“作为一种 ‘述’ 的媒介， 铭文起到记录功德的作用， 以称显自我与家族之名。”⑧ 此言不尽

然， 屏风界面书写的铭文， 更多的还是起到 “自我正名” 的外彰， “自我规训” 的内省， 在自

我传播中不断地控制着自我意识的建构， 因此并不能完全地等同于青铜器等祭祀器具承担 “记
事表功” 的媒介⑨。 例如 《旧唐书》 中记载， “太宗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IR， 太宗将历史上

有名的君臣事迹写满屏风�I1， 借与屏风的朝夕相对起到自我内省和规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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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古人亦借助屏风及其艺术审美符号陶冶或寄托性情， 也即通过 “养性” 建构了仪式性

的自我。 屏风作为古人维持或勾勒自我的媒介， 在此时侧重于个体层面的审美情操的升华与自我

心流体验的经验意义。 例如 《北史》 中记载： “平陈后， 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 主心恒不

平， 因书屏风为诗， 叙陈亡以寄曰： ‘盛衰等朝暮， 世道若浮萍’”①。 大义公主有感屏风虽然是

御赐， 但是前朝陈叔宝之物， 遂在屏风上书写诗歌以寄情， 感叹世事多变与自我漂泊的命运。
巫鸿谈及的物绘同源与屏画共生②， 较好地概括了屏风是古代绘画的重要媒材。 屏风作为符号

载体的媒介， 由此也成为媒介符号的连续体， 一起被纳进中国古代的自我意义生产活动中。
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屏风作为艺术符号的界面， 或者是彼时的 “屏幕”， 凭借物绘同源的

特性， 屏风的遮蔽和屏蔽视线的基本功能并未被遗忘。 “符号遮蔽了人们射向承载着符号自身

载体的目光”③， 此刻媒介符号与障碍之间的底层关联， 正是依靠媒介符号的自我指涉。 符号

艺术史学家诺曼·布列森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 说： “观看是将一种绘画形式转化为意义的行为，
而这种转化是持续不断的。”④ 在此种持续不断中， 媒介符号的自我指涉， 占据了观者的注意

力， 而屏风背后的空间、 人等对象， 也因此被更好地遮挡了。

四、 “障碍媒介”： 屏风的传播隔断与意义通达

上述屏风的符用与广义 “媒介” 功能演化的历时性考察， 描摹了屏风在不同时期古人使用意

向之疏相。 无论是作为古人与宇宙沟通的调适媒介， 还是会客交际空间区隔营设的边际媒介， 抑

或自我传播维度的建构媒介。 即使古人并未流露出媒介的意识， 皆能以媒介称之。 正如唐·伊德

（Ｄｏｎ Ｉｈｄｅ） 主张的那样， “实践可以先于对它的命名”⑤。 事实上， 通过这一考察路径， 可以发

现， 屏风的泛媒介功能均是依靠其物理的真实在场来承载的。 换句话说， 无论以何种功能性媒介

的称谓， 作为屏风之名的前缀或后缀， 均不脱离 “屏障” 的基本物质属性。 也如明人李濂的呼

吁， “屏以障风亦以蔽目， 弗苛于察德乃育”⑥， 我们不必苛求于屏风对品性的培育或表征。
（一） 含蓄礼治： 本土化的交往观念

需要补充的是屏风的 “障碍性” 使得交往的对象不在场， 此处的对象， 既包括人， 也包

括空间环境。 “缺席” 只是与对象拉开了距离， 对象实际还在屏风后。 那么回归屏障的本质，
我们是否能找到 “障碍” 的媒介机制， 它构筑起或生产了前述的泛媒介功能？ 对上述疑问的

解释， 可能需要率先考察国人的本土交往观念， 才能帮助廓清屏风作为 “障碍媒介” 的发生

学机制， 进而回答障碍如何成为一种媒介。
首先， 屏风使对象 “缺席的在场” 铭刻了古人含蓄美学和朦胧意境的文化礼制。 老子倡

导 “不言之教”⑦； 孔子也说： “天言何哉？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⑧。 屏风在会客、 朝会等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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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延寿： 《北史》 卷九十九， 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刻本， 第 １３ 页。

〔美〕 巫鸿编： 《物绘同源： 中国古代的屏与画》，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 第 ｉ 页。

〔德〕 鲍里斯·格洛伊斯： 《揣测与媒介： 媒介现象学》， 张芸 、 刘振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 第 １１ 页。

〔英〕 诺曼·布列森： 《视觉与绘画： 注视的逻辑》，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 第 １６ 页。

〔美〕 唐·伊德： 《让事物 “说话”： 后现象学与技术科学》， 韩连庆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３３ 页。

李濂： 《李氏居室記》 卷五， 明嘉靖二十三年大梁李氏家刻本。

《道德经》， 安伦译，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 年， 第 ８７ 页。

《论语》， 杨伯峻、 杨逢彬注译， 长沙： 岳麓书社， ２０１８ 年， 第 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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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陈设， 实际上是国人崇尚含蓄、 委婉， 忌讳浅露的文化无意识， 被平移至古代的交往活动

中。 据 《后汉书》 载： “时上姊胡阳公主新寡， 上与共论朝臣， 微观其意。 主曰： ‘宋公威容

德器， 群臣莫及。’ 上曰： ‘方且图之。’ 后弘见上， 令主坐屏风后。”① 倘若我们将女子相亲视

为传播活动， 那么屏风在其中便扮演着 “障碍” 媒介的作用。 “礼始于谨夫妇， 为宫室， 辨内

外， 男子居外， 女子居内。”② 女子们 “犹抱琵琶半遮面” 式倚屏含蓄交往的情姿， 往往是古

人推崇的家风与品性的显现， 而这背后也是文化礼制的渗透使然。
其次， 古人的交往理念亦讲究避讳③， 避免确立的交往秩序的被冲击。 不同于文字与语言

避讳的发生机制， 屏风依靠真实的物质在场， 使得古人的行为避讳更加具象。 《后汉书》 记载

了屏风作为 “障碍媒介” 的交往避讳功能， “每正朔朝见， 弘曲躬而自卑。 帝问知其故， 遂听

置云母屏风， 分隔其间， 由此以为故事”④。 彼时， 第五伦比郑弘的官位低， 但第五伦早年对

郑弘又有举荐的恩情， 皇帝知道后便放置云母屏风将两人隔开， 缓解地位之间的尴尬。 甚至如

祭祀活动， 在开展这一传统民间家庭的 “拟想互动”⑤ 时， 国人也强调 “避讳”。 据清人毛奇

龄所撰 《辨定祭礼通俗谱》 载： “室堂俱中设二案， 一近西为始祖位， 一近东稍南为世室位，
两旁各五案为祧祖位。 启左祏设一短屏， 蔽长房高祖。”⑥ 显然， 此时屏风无疑是恰当的 “障
碍媒介”， 它帮助回避古人与先祖沟通时的秩序冲突。

由此倘若我们细致地究根揭底， 可以发现屏风作为一种 “障碍媒介” 的可行性， 正是筑

基于国人以 “礼引领” 的本土化交往观念。 无论是古人传播理念中的曲折含蓄美， 抑或人际

传播中的行为避讳， 实际上是国人礼治的观念所向和实践操演。 在胡百精看来， 礼 “彰显中国

文化特质的交往规范体系”⑦， 从与神灵沟通的祭祀之礼到君臣朝觐之礼， 再到家礼， 礼引领

了关系网络与共在的意义世界。 古人事神致福演变而来的礼器文明， 帮助说明了 “器以藏礼”
的基本功能。 屏风作为一种器具的独特之处， 便在于依靠其障碍性， 承载、 构建、 创生传播意

义， 进而以媒介符号的形式， 构成障碍媒介性的意义通路， 成为在地交往观念的具体指涉。
（二） 有隔有通： “障碍媒介” 的发生学机制

媒介交换和运输缩减了传播的时间与空间距离， 其缩减时空的能力来源于对时间耗散与空

间流动的抵抗表现出的坚韧， 进而才有了媒介偏倚时空的理论。 因此无论是早期经典的麦克卢

汉式媒介观念， 还是当下流行的德国媒介学派的理论， 均强调媒介作为信使的连通能力， 它使

得 “空间上相距遥远的事物变得很近； 而时间上前后相继的事物变成了同时发生”⑧。
只不过该论调实际上是对于费斯克划分的传播过程学派而言的， 它 “关心诸如传播效率和

传播精准性等问题”⑨。 在他们那里， 理想的媒介需要一些神奇的美德， 例如德布雷眼中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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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撰： 《后汉书》 卷二十六， 李贤等注， 武汉： 崇文书局， ２０１６ 年， 第 ７７２ 页。

孙希旦： 《礼记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９ 年， 第 ７５９ 页。

胡易容、 康亚飞： 《“‘沉默’ 传播”： 中国古代 “讳文化” 的普遍符用学阐释》， 《国际新闻界》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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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龄： 《辨定祭礼通俗谱》 卷五，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１４２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年， 第７８９ 页。

胡百精： 《共识与秩序： 中国传播思想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３４ 页。

〔德〕 西皮尔·克莱默尔编： 《传媒、 计算机与实在性： 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 孙和平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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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无偿、 干净、 非物质、 简单、 直接、 几近即时的。 没有渐弱也没有偏斜。 没有杂音也没

有干扰。 没有延迟也没有往复”①。 在此种明确情况下， “障碍” 意味着 “不通”， 便不能构成

过程学派范式下的媒介本体论。

然则， “世上既没有纯洁的介质， 也没有无痛的传输”②。 过程学派的媒介学宣言， 言不尽

“媒介” 之意。 相反传播的符号学派 “从来不把误解看作是传播失败的必然证明”③， 侧重意义

的协商与解释， 传播路径的 “不通” 反而为符号的协商与解释留有余地， 这便为 “障碍” 洗

脱了原罪。 “正是克服障碍的努力， 引起了某种决定性的转变。 外部事物造成的逆境导致人类

发明一种全新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组织形式。 可以说， 人类正是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才创造了自

身。”④ 显然， 在人类的传播活动中， 如果初始的意义势能在遇到障碍而止步， 这与现实中人

类努力征服障碍的现实是不相称的。

回看本文的研究对象， 屏风作为 “障碍媒介” 可以被视为某种传播活动展开的起点与转

折点， 存在着意义势能的迂回点。 媒介时常处理着 “在场” 与 “缺席” 的关系， 而借由 “转

喻性地呈现缺席”， 在场才能更好地被激发⑤。 那么屏风作为一种障碍物， 其 “媒介” 的生成

机制便在于： 首先， 通过增幅表意的时空距离， 也即增加了时间， 扩大的空间， 以缓和或中止

传播过程； 其次， “中止”， 并非 “终止”， 意义的流通仍在继续， 并且依靠其自身作为媒介符

号的连续统， 增加了意义的丰度。

具体而言， 障碍这一与过程学派预期相悖的 “不通” 铭刻的或然性， 可以被凯瑟琳· 海勒

（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Ｈａｙｌｅｓ） 设想为 “一切新事物的源泉”⑥。 皮尔斯 （Ｐｉｅｒｃｅ） 则将重心转嫁至解释意义

或然性的 “试推”， 在其看来个体的 “知觉是解释性的”⑦。 推动知识进步的不是权威和确定性，

而是障碍的媒介性引发的揣测。 那么在或然性解释 （试推） 的过程， “解释项不停地变成 （新

的） 符号， 如此延绵以至无穷”⑧。 另外， 香农 （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韦弗 （Ｗｅａｖｅｒ） 对诸如冗余、 噪音

等障碍的洞察， 也引起了艾轲 （Ｅｃｏ） 的兴趣。 他阐释道， 噪音的诗学， 可以通过维持模棱两可

来产生意义的潜力⑨。

可见， 从传播的基本的意义维度出发， 他们均试图表明障碍提供了创造性的开场白和基线，

允许将现有的社会和文化传播实践中不能实现的内容， 予以重新意义化。 也即 “障碍媒介” 使

得无序引发秩序、 空白生成的复杂、 缺席引发在场， 它成为自成的系统或传播实践， 打开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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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间隙， 作为不确定引发自由的指标， 构成了密集而广泛的意义创生及其传播的可能性。

沿着这条思路深入下去， 我们或许可以瞥见 “障碍媒介” 并非仅关注媒介自身， 而是关

涉周遭的媒介关系。 也即， “障碍媒介” 不是关于某类客体自身， 而是注视客体与人之间的发

生学关系与异质性系统间动态且接连不断的交往机制。 最终， 它越过了质询媒介的本体论， 转

而朝向为何成为媒介， 以及如何成为媒介的问题。

国人讲求含蓄委婉， 无论是建筑艺术形式， 还是文字传播， 正如清人钱泳在 《履园丛话》

中概括： “造园如作诗文， 必使曲折有法”①。 因此含蓄传播抑或交往之间的避讳行为， 均描绘

了 “直言不讳” 的传播模式， 在本土历史上的不适应性。 那么， 屏风便照亮了传播与秩序在

历史实践中互构关系的具象痕迹。 “中国传播思想史基源问题乃传播成就秩序”②， 作为 “障碍

媒介” 的屏风， 即使在当下亦时刻显现国人的交往观念， 及其背后的礼治秩序。 例如， 我们可

以设想当代家居建筑中诸如玄关等屏风的变种形式。 显然， 作为曲折含蓄、 讲究避讳的媒介，

屏风在赋予国人以礼引领的本土化交往观念方面仍旧是称职的。

五、 结语： 屏风之后、 符号之实与媒介思维的谱系

现代媒介技术往往被要求做出消除意外， 保持行为秩序的承诺， 它们通过计算预演， 以排

除任何突发因素。 快速、 准确、 智能、 响应等特征， 已经契合了现下传播的完美主义取向。 随

之带来的是对生产速度的不断提高， 消费速度愈发加快的迫切需要。 不妨说当下的传播与社会

受利奥塔 （Ｌｙｏｔａｒｄ） 定义的 “最佳性能逻辑”③ 的支配和宰制， 此时最佳性能表征着输入与输

出的控制论意识形态， 它由组建起一个效率、 准确性和可预测性的无差错世界的梦想所驱动。

得益于信息系统的有效控制， 世界运作的秩序得以将自动化、 智能化、 效率化作为期待。 那

么， 障碍、 中断都是对完美传播过程的亵渎④。

然则， 国人讲求事缓则圆、 语迟则贵的含蓄精神气质、 文化心理， 这实际上是由背后的礼

治观念所统摄。 我们已经不难发觉， 此种文化无意识被平移置古人的传播观念中， 而中国屏风

便揭示了这种别样的媒介姿态和交往观。 虽然它并未做出时间和空间层面缩减的许诺， 但并不

意味着屏风不能成为一种媒介。 一方面， 偏向时间或空间并不足以构筑一种自给自足的 “媒介

本体论”； 另一方面， “媒介本体论” 是否存在， 亦是一个尚存余地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

屏风的符用与泛媒介功能之演化脉络， 已经向我们说明， “障碍” 可以成为一种媒介。

即使是今时今日， 人际面对面 （ｆ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ｅ） 传播中， 主体佩戴口罩以 “遮丑” 的交往策

略， 亦确证了 “距离产生美”， 与对象保持距离有其诱人之处的 “障碍媒介实践”。 障碍的媒

介机制便在于传播过程 “障碍媒介” 遮挡引发了意义的悬置， 也使一些新的意义得以构成，

此时意义的生成使得传播发生转换， 在这之前被隔断的传播过程， 也在意义的补余中变得通达

和自洽。 同时， 借助 “障碍媒介” 带来的割裂， 新的时空单位、 新的个体心理和集体的礼制

７４

①

②

③

④

钱泳撰： 《履园从话》， 孟斐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 第 ３６９ 页。

胡百精： 《共识与秩序： 中国传播思想史》，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第 ３４ 页。

〔法〕 利奥塔： 《后现代状态： 关于知识的报告》， 车槿山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５ － ６ 页。

Ｃｕｂｉｔｔ， Ｓ. ，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ｉｔｃｈ： Ｄéｊà Ｖｕ，” ｉｎ Ｂｅｕｇｎｅｔ， Ｍ. ，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Ａ. ， ＆ Ｆｅｔｖｅｉｔ， Ａ. ， ｅｄｓ. ，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Ｖｉｓｉｏｎｓ： Ｃｉ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ｒａc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ｎc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ＵＫ，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９９ －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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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得以被构建。
除此之外， 我们还看到屏风作为一种媒介的想象力， 在传播的过程学派那里显得捉襟见

肘。 因其与作为跨越时空、 连接信息的媒介期待相矛盾。 而从传播符号学的路径出发， 爬梳

“媒介符号”、 “隔断传播”、 “障碍媒介” 的纠葛关系， 也牵引出了别开生面的媒介符号学意涵。
其一， 媒介符号学帮助我们重新审思媒介起到的连接作用， 以及取消表意时空距离的媒介本

体论的合法性， 而去转向一种发生学的媒介观念。 我们不仅追问媒介是什么， 自然也包括为什么

是媒介， 以及如何成为媒介的问题。 从本国的历史语境考察， 媒介伊始便被理解为使双方发生联

系， “媒， 谋也， 谋和二姓”①， 并以 “媒人” 的形式出现。 此时， “‘媒介’ 并不指媒体或介质，
而是指媒介行为， 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动态整体和介于符号生产与事件生产之间的中间体”②。

其二， 它也有利于综合符号与媒介之间分离， 话语与物质相疏的流行论调。 正如毛里奇

奥·拉扎拉托 （Ｍａｕｒｉｚｉｏ Ｌａｚｚａｒａｔｏ） 主张的那样， 媒介、 物质等客体 “可能会开始 ‘说话’，
开始 ‘自我表现’”， 这事实上也是媒介符号的连续统的基本观点， 但这 “不是资本主义拜物

教， 不是人类异化的证据， 反而标志着一个需要一种新的符号学的新表达机制”③； 最后， 这

一连续的观点， 也让我们看到了费斯克划分的 “意义学派” 在某些方面的阐释能力， 学派和

视点间的互相交叉、 借鉴和补齐， 增加了见解传播理论的稠厚感， 以及感悟文化的透彻力。
即使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 （Ｓｉｅｇｆｒｉｅｄ Ｚｉｅｌｉｎｓｋｉ） 说： “现在媒介是过剩的， 一点儿都不

缺”④， 尤其是当下愈发智能化、 效率化的传播时代， 但他后来也主张，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媒

介的概念， “它们应该足够开放， 以便我们进一步采取行动”⑤。 借助媒介符号学去讨论古代中

国的屏风， 实际上也是以全球文明发展史的视野去考察、 填充媒介思维的谱系。 在此种明确的

情况下， 本文的初衷不只是刻写被遗忘或边缘化的媒介， 也即描写中国的历史人工制品。 这既

不可能也不可取， 更为重要的是， 每一人工制品在历史操作实践中镌刻着的中华文脉， 及其体

现的不同文明的媒介认识论。 这一行动也说明， 倘若本国的媒介研究仅仅靠引介， 一味打通西

方之 “墙”， 而不是自主性的对话， 那么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书写方面， 也难以有新颖的情

姿。 显然， 检视屏风这一堵东方之 “墙”， 其 “有通有隔” 的特性， 已有足够的基础去讨论一

种不同历史性质的在地媒介体验和在地媒介知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华文化经典符号谱系整理与数字人文传播研究” （项目

编号： ２３＆ＺＤ２１２）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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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ｏｆ ｍｅｄｉａ⁃ｓｉｇｎｓ，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ｒｏｌｅ ａｓ ａ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ｅｖｅａｌ ａ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ｔｗ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ｍａｋｉｎｇ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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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ｒｅｐｌｅ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ｅｍｂｏ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ｏｆ “ ｄ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 ｒｅ⁃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ｏ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 ａｓ ａ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ｗ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ｎｒｉ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ｕｂｔｌｅ， ａｎｄ
ｓｌｏｗｅｒ⁃ｐａｃ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４９·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Ｈｏ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Ｇｏｎｇ Ｈｅ， Ｚｈａｎｇ Ｙｉｄａｎ，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ａｏｈ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ｆａｃ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ｒｉｓ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ｂ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ｉｔ ｓｅｅｋｓ ｔｏ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ｒｅ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Ｎ ＝ ２１７， Ｎ ＝ ２３７， ａｎｄ Ｎ ＝ ４２０）， ｏｕｒ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ａｓ ｍｏｒｅ ｃｒｅｄｉｂｌ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 ｎｏ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ｓ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ｉｓ
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ｎ 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ｍｅｓｓａｇｅｓ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ｌｓ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ｕｒｉｎｇ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６８·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ａｎｄ Ｂｉａ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Ｍａ Ｐｉｎｇ， Ｐａｎ Ｙｉｘ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ｌａｎｔｅｄ ｏｒ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 ｎｅｗｓ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ｍｅｄｉａ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媒介偏见” （ｍｅｄｉａ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ｗｈｉｌ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ｎ ｏｖ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ｉａ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ｂｉａｓ ａｓ ｉｔｓ ｋｅｙ ｆｏｒｍｓ.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ａｓ 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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